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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的支点：地缘、财政、认同

所谓大国，不仅是指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普通国家的大型或超大型政治体，更

主要是指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有强大竞争力，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Great Power）；

它们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形成自己所主导的国家体系、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并且利用这些体系和秩

序来强化本国的竞争优势与战略利益。

关于大国的兴衰及其背后的动因，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

的研究影响较大，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他探讨了欧

美、中、日、俄等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1]
此外，历史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李怀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主要著作有《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

（中文版《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

1936》（中文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等。

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  李怀印

【摘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国情不同而各具

特色，其中起决定性制约作用的是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关键变量。大国的

现代化道路首先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大国关系的主轴则是竞争而非合作或“搭

便车”。提高大国的竞争力， 意味着形成一个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且高度自主的地缘战略目标，

维持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和财政汲取能力，并且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支撑国家

的资源调控能力而打造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前 30 年与改革开放 40

余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经历了根本性变革，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重新界定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战略，并形成与之相适应

的财政汲取和政治认同机制，将形塑 21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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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90～1992年）》，聚焦欧洲主要国家之

间的竞争，也作了中欧之间的比较研究
[2]
。芝加

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

政治的悲剧》，着眼美国以及欧亚大陆各大国

的发展历程，在该书修订版的最后一章还专门

讨论了中国。
[3]
这三本著述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

是历史研究，时间跨度很大，视野开阔，和经济

学家从经济角度探讨国家兴衰的诠释架构完全不

同。这几本书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大国的竞

争靠军事，军事实力靠财政，财政实力靠经济。

具体而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在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看它有多强的军事实

力。而军事实力的强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把自己的财政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而财政

实力的大小，最终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现

有的或潜在的经济资源，把经济资源转换为财政

实力。总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三种资

源，即军事资源、财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国家竞

争力的提升过程，实际上是这三种资源的培育和

转化过程。

就方法论而言，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两

个维度展开的，一是驱动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格

局和战略目标，二是形塑大国竞争能力的财政和

军事资源。推而广之，有些研究也关注与上述因

素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财政和战争

所造就的国家机器形态。
[4]
相对而言，学者对于

政治认同如何影响国家形成和大国竞争的问题，

关注不多。人的因素在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之

一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往往可有

可无。与此相反，中国的写史传统向来以人为中

心；人心向背成为理解朝代兴衰的关键。因此，

本文区别于以往的大国政治研究的地方在于，本

文的诠释架构除了地缘战略和财政军事资源两个

维度之外，还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政治认同。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

认同，三者共同影响着大国竞争能力的提升和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

地缘战略。一个国家在制定地缘战略的过

程中，通常有两个基本的选项。对于大国来说，

其终极目标是建立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或主

导地位，形成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使国际贸易

和金融体系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对于非西方世界

的绝大多数中小国家而言，最佳选项是在现存的

国际秩序中，寻找最有利于己的自我定位，依赖

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保护，成为其主导

秩序的“搭便车”者。其中少数国家，因为对于

大国而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成为受其青睐的附

庸或保护对象，不仅可以获得大国的军事和财政

援助，而且在经济上依靠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

术，能够完成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而在政治上

为回应来自大国的压力和内部的要求，也能完成

民主化转型，从而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

是，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来说，多数的中小国

家不具备这样的战略价值，他们难以得到“搭便

车”的机会，反而会沦为大国所主宰的国际秩序

的牺牲品，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下源源不断地向

大国输血，沦为原料供应国和制成品市场，本土

制造业陷入发展困境。还有一些人口和经济总量

居于中等规模的国家，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他们既无法搭上大国的便车，也不愿沦为大国

的附庸，而是坚持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走出一

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们往往自我抱团，形成

区域性的经济贸易体系；同时也通过加入各种全

球性的贸易和金融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

进技术，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大多数本土

企业无力与主导该国经济各行业的跨国公司进行

竞争，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提

升，人均国民收入在达到中等水平后很难再上一

个台阶，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5]

财政构造。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

目标，并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生存和胜出，取

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而其中最直接、最重要

的制约因素，是国家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本身

又能进一步转化为国家的军事实力。换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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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决定了其财政规

模，而财政规模又进一步决定了该国的军事竞争

力。从经济资源到财政资源，再到军事资源，有

一个逐层转化的过程。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地缘

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或形成有利于己的定位，不

仅要看其经济规模的大小，而且要看其经济资源

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又

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军事能力。这里有两点需

要进一步说明。其一，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资

源。只有总体经济规模中可以被汲取的部分（也

就是满足了个人的消费需求或整个人口的自我

再生产需求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构成可转化

为财政和军事实力的经济资源。不同经济形态的

经济资源转化率或汲取率是不同的。转化率最低

的是传统农业，其劳动生产率低，生产产品的大

部分用于生产者的自我消费和延续。工业革命以

来，制造业快速发展，其劳动生产率比传统的手

工劳动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资源转换率也大幅

提升。资源转换能力最强的是实现了高度工业化

和全球化的经济体，其能够有效利用先进生产技

术、形成了行业内部的完整产业链、占据了重大

产业部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上游产业链中高新

技术垄断所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中低端产业，

也构成了政府最丰厚的税源。其二，一个国家财

政规模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可供抽取的实体经济

资源（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还取决

于该国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其重要性在信贷发

达的国家并不亚于实体经济本身。信贷可以在政

府的财政能力提升中发挥杠杆作用。通过扩大货

币流通，发行政府债券，或者直接向银行借贷，

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会成倍增长。但是扩张后

的信贷能力必须用于与生产相关的经济过程才会

产生积极作用；信贷能力最终还是要以实体经济

作为支撑，否则将会带来虚拟经济的膨胀和财政

能力的泡沫化。

政治认同。所谓政治认同，就是聚合具有

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群体，协调各方的利益和能

力，使他们在资源的动员和转换途径以及国家战

略目标上，达成共识。从本质上看，认同问题实

际就是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能

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之间

能够达成妥协、结成联盟，就会成为资源转换和

战略实现过程的润滑剂、推进器，否则就会阻碍

资源的动员，降低资源转换的效率，削弱国家竞

争能力，乃至使地缘政治战略走向失败。在现代

社会中，打造政治认同的基本途径有以下几种。

第一，通过竞争形成共识，所注重的是竞争程序

的公平。通过自由表达和公开竞争，代表不同社

会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之间，就各自

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目标展开博弈，最终以全民或

其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博弈结果。第二，通

过协商达成共识，所体现的是卷入政治过程的不

同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实力。代表不同

利益的政治派别之间，透过私人关系或其他非正

式渠道，就各自的诉求进行讨价还价，权衡双方

的强项和弱项，以及各种选项的利弊得失，最终

各有所取，各有所让，达成妥协。第三，借助政

治领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吸引力，从而在相当程

度上达成社会共识。第四，在程序化竞争、非正

式协商机制以及领袖个人魅力皆缺失的情况下，

社会各群体或各利益集团之间无法以和平手段达

成共识，最终只能通过使用暴力等强制手段解决

争端。

因此，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三

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6]
地缘战略的形

成受制于外部环境。是否存在外来威胁或援助，

以及这种威胁或援助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该

国的对外地缘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国

内的发展路径。但是，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

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的财政

和军事实力所决定的，而能否顺利实现和巩固其

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政治

认同，协调各方的利益，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对国

家目标的认可度。地缘、财政、认同，三者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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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对塑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形成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皆有重要影响。

大国的竞争能力，同样受制于这三个要素，

但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

样，通过搭另一个大国的便车，长期依靠其财

政、经济和技术援助，乃至接受其军事霸权的保

护。大国之间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暂时的合

作或盟国关系。但这种合作或结盟是有条件的，

一旦彼此之间失去了共同的利益空间，就会从合

作走向对抗竞争。竞争而非合作，是大国地缘环

境的重要特征。提高国家竞争能力、建立竞争优

势，既是大国实现现代化的保障，也是大国推进

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第二，由于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样依附

于另一个大国，加之大国之间的合作只能是暂时

的、有条件的，那么大国提升国力的最根本途

径，只能是形成自主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尤其是这一体系的关键部门和核心技术必须扎根

本土，从而形成不依赖外部的自我持续能力。换

言之，中小国家可以有选择地侧重于发展最能发

挥其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而大国却不能被所谓

“比较优势”的套路所迷惑和束缚，必须自始至

终地坚持多层次的工业化战略。相较于劳动密集

型的低端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部门，对于提升大国的生存能力及竞争力而言，

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第三，大国的兴盛之所以异常艰难，不仅缘

于竞争是大国关系的主轴及形成独立自主的产业

体系是其增强竞争力的根本路径，而且由于大国

必须在政治认同方面形成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和

战略目标的话语体系及利益协调体系，而不能照

搬或仿效其竞争对手的理念和制度。在其竞争力

足以与对手抗衡之前，经济和技术上落后的大国

总体上倾向于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把国家的战

略利益置于个人或私人利益之上。就意识形态而

言，为了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威权

通常总是优先于个人或私人的权利，社会和政治

的稳定也优先于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但是，那

些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并且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主

导地位的大国，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方面，对

于落后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性。源自美

国并且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现代化理论，

在冷战时期流行于非西方国家，便是最好的例证

之一。如何在话语霸权缺失的条件下，打造自身

的政治合法性和利益调控机制，是崛起中大国面

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地缘、财政、认同这三个关键变量不仅决

定了大国的竞争能力和兴衰轨迹，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形塑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国家竞争力

的强弱与本国的现代化水平紧密相关，某种意义

上看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但两者又

存在一定区别。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解

释，现代化涵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各项

具体指标。
[7]
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指标

固然是衡量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主

要尺度，但它们顶多只能体现现代化的“共性”

或“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

的“个性”或“特殊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都是在其所处的特定外部环境和内部因

素的相互作用下推进和展开的。现代化研究如果

不结合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

境，只会沦为理论模式的机械套用或者简单化的

推论。因此，探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除了

要考察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这些基本过程之

外，更要关注对这些过程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地

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它们三足鼎立，

共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的转型路径

和国家竞争力的强弱。

改革开放前30年：应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几个主要

文明之一。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主轴。尤其

是到帝制时代的晚期，也就是明清两朝，就其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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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口、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当之无

愧的大国。维护自身的地缘安全，始终是明清两

朝的最高战略目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

经历了历时一个世纪的艰难转型过程。地缘环境

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原先在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

的大国，一度沦为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的国

度。但是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从同光中兴、

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军事能力

以及政治认同形态，均发生了根本转型，最终于

1949年建立了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现代主权国

家，从而为中国重新回到大国政治的舞台，并且

在竞争中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要理解1949年

以后的中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形成自己的发展战

略，使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实力与自身的大国

地位相称，同样必须综合分析地缘、财政、认同

这三个制约因素。

折冲于美苏之间的地缘战略。1949年新中

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

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利于己的战略定

位。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阵营走向长期对

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首先实行“一边倒”

的政策，选择加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通过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获得了苏联在国防

安全方面的承诺。此外，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中

国还获得了来自苏联以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财政、设备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对于奠定国家

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中国自近

代以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所产

生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决定

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处理新中国与他国或其他政

党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20世纪

50年代尤其是朝鲜战争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

断提升，对于任何威胁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的

外来方案都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中苏之间不

可避免地从结盟走向相互猜忌、疏远，最终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发生军

事冲突和对抗。
[8]

上述地缘战略对中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

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

用。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重要一员，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倒向另一边，将自身

的经济发展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

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虽然自20世纪60至70年

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通过有限的途径从日

本和西欧引进了部分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

是，中国不可能全面融入、也不被容许融入资本

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不可能像起

步阶段的“四小龙”那样，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

低端产业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事实上，中国不仅

不会加入或依附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

甚至也不愿加入苏联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也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经济互助委员

会”。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启动之初，中国

便确立了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目

标，并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对支撑这一工业体

系起到核心作用的重工业各部门。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便具有资本密

集的特征。个别经济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

经济增长战略，即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与中国

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适应，并认为中国的发展战

略也应该如同“四小龙”那样，从劳动密集型低

端产业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详见后文）。这样的论断是孤立和片面的，脱

离了1949年以后中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实际和中国

作为一个大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20世纪50至70

年代的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的道路，这不仅

由于美国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会接受中

国，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地缘战略也不允许其

将自身的发展寄托于其他大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

体系。仿效“四小龙”的增长战略，推进出口导

向的工业化，全面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

系，对中国而言一开始便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

大国，中国不可能片面地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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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而必须着眼长远，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

的现代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国博弈中

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零和转移的财政构造。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地

缘战略目标，需要有充足的财力作为支撑。在缺

少外来投资，同时本国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自

身积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两个途径来

满足工业化的资金需求。第一，转移农业经济剩

余，即尽最大可能抽取和转移超出维持农业人口

基本生计需求的农产品，用以满足工业化所需的

原料以及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所需的物质资料，

并且主要靠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换取外汇，引进

先进技术设备。第二，压缩城市人口的消费，使

其工资收入主要用以满足基本生计需求，尽量减

少非必要的奢侈性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

要通过经济的外向型扩张并且以金融杠杆为辅

助，实现快于经济增长的财政增收。相比之下，

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财政构造的最大特征，是通

过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资源的零和转移，实现与国

民经济增长大体同步的财政能力的提升。虽然财

政收入的增加最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国

家财政的最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地缘战略目标

的实现，而非国民经济规模的简单扩张或人均国

民收入的提高。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改革开

放前30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

各个部门和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仅是满足不同用途

的产品，而非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这些产品虽

然也有价格，也需要通过计价的方式在不同部门

之间进行交换，但价格并不是由市场按照供需关

系来决定的，不具备充分的商品属性。工农业各

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主要用以推动国家工业化

目标的实现和满足民众的生计所需，而不是为生

产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服务。虽然在生产和分

配的过程中，所有企业都会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核

算，但是企业所产生的净值或者利润必须全部上

缴中央。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不存在、也

不容许企业层面或私人层面的“理性抉择”或利

润最大化行为，甚至也不允许部门层面或地区层

面的理性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可以用于工

业化建设的各种经济资源，国家用行政命令和调

拨计划等手段，进行产品的生产和再分配。在这

种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如果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

济核算或理性抉择的话，那么，它仅存在于国家

层面。这种核算通常是通过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

长率来体现的，但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还

是人均总产值，都不是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或衡量

手段。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的宏观

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现代

工业体系，增强整个国家的生存机会和竞争能

力。国家理性优先于企业理性和个人理性，是这

一时期中国经济和财政的重要特征。

国家理性优先条件下的政治认同。由于在

一定程度上基本不存在真正的市场机制和国家之

外的理性抉择，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和劳动管理

变得十分微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允许企

业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并且要求每个企业将自

己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的条件下，如何维持企业

的经营积极性？与此同时，在企业职工缺乏自主

择业和跳槽的机会、且其工资水平长期固定不变

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保

持必要的劳动效率？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国家如何协调各部门、各企业以及每个职工

的利益，并处理好各个层级的认同问题，形成一

个能动员各方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从20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就具体的生产计划、原料调拨

和产品分配问题，政府计划部门一直在进行不同

方案的试验、调整，总体思路是在中央放权与收

权之间进行尝试。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

世纪70年代末，调整的总趋势是向各级地方和

企业放权，方向是在确保完成中央指令性计划的

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精神和企业的

经营积极性，因而同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相差甚远。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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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是，在充分保障其生计安全的前提下，

主要依靠政治动员和精神奖励激发职工生产积极

性；把培养工人对单位和集体的认同放在第一

位。普通劳动者的“理性抉择”是精神奖励与物

质报酬的结合，是单位内部个人利益与集体认同

的结合。这与苏联的劳动管理方式，即在劳动力

短缺和工人可以自由跳槽的条件下，主要靠物质

刺激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方

式显著不同。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

所形成的中央计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职工精神

激励与生计保障相结合的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管

理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管理模式，不能用皮埃

尔·布迪厄所批评的“经济主义”思路（即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纯粹的物质利益的得失算

计）来解读和评断。
[9]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宏观发

展战略和微观管理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曾经有两大学派流行于国内经济学界，一派自称

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传人，

只相信市场、法治和私有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

产生的企业家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和

产业政策；
[10]

另一派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推崇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本国

的资源禀赋结构出发，发挥其比较优势，形成相

应的产业政策；总体上都应该从发展劳动密集的

低端产业入手，再逐步从低端产业升级为资本密

集和技术密集的高端产业。
[11]

不难想象，这两大

主流学派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都持否定态度。奥地利学派自不必说，他们认

为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意味着剥夺“个人自

由”，等同于所谓“通往奴役之路”。新结构经

济学者也认为，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追求

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不符合当时中国的

资源禀赋结构，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所以，在

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发展是失

败的。其主要论据是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

20世纪70年代末还不到200美元左右，故而认为

当时的中国处在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不如

非洲最贫穷的国家。
[12]

诚然，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过

程中有很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到20世纪70

年代后期，相对于工业化已经得到较大发展的

“四小龙”，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处于较低的

水平。原因在于前文提及的转移农业经济剩余

和压缩城市人口消费两大财政汲取主渠道，在确

保最大程度地汲取经济资源用于工业化的基础建

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生活水准

的提升。就宏观经济战略而言，仅仅在收权与放

权之间寻求最优方案，有时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成

效。放权之后一些地方企业的盲目上马、无序生

产和画地为牢的市场限制，导致资源的浪费；而

一些管理体制的过度集权和各种经济计划本身存

在的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同样会削弱基层的经济

活力。但是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前30

年的经济发展，也要看到被奥地利学派和新结构

经济学派刻意忽略的几个最基本事实。首先，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工业门类基本

齐全、可自我持续、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

其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部分地区已

经基本完成大规模农田改造和水利建设，耕种方

式也朝着使用良种、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所

谓“绿色革命”的方向稳步迈进。
[13]

再者，小学

和初中教育在所有城市与大部分农村地区得到普

及，国民教育水平稳步提高。最后，到20世纪70

年代末，随着乡村医生队伍的扩大，农村基层的

合作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反映国民生活

质量的最重要指数，即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

50年代初的40岁左右，上升到1980年的64岁，超

过所有低收入国家，甚至也超过了绝大多数中等

收入国家。
[14]
上述成就，使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也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种只关注后来经过调整的官方汇率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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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忽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所

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对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性进步视而不见的研究，恐

怕不仅仅是因其方法论有缺失或者视角有偏差

的问题。

总之，对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战

略的观察和研究，须以一种历史的、全面的视角

加以评估，不宜简单地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

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内部）用来识别各

经济体发展路径和经济增长水平的两个简单尺度

（即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及人均GDP水平高低）

来加以衡量。

中国奇迹何以可能：改革开放的动因与

轨迹

地缘格局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契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20世纪80年

代，中国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发展战略也随之

发生重大调整。外部环境的改善体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中国充分利用美苏之间的对抗，加速

本国发展。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

交关系，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中美两

国结成合作关系，进而形成了中、美、日、西欧

“一条线”的外交布局，为改革开放并在随后的

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

经济体系铺平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

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缓和了两国边界地区的紧

张局势。1991年底，苏联解体，来自北方邻国的

军事威胁不复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进入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有利的时期。其次，另一个

外部环境改善的表现是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边的“四小龙”已基本完

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

级，亟需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其

他地区。而中国内地由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又

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成为“四小

龙”低端产业外移的理想之地。

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极大影响和改变了中国

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路径。首先，外来压力的大

幅减轻致使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重

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再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大量军

工企业实行“军转民”，并且下马了一批研发周

期长、投入巨大的军事和民用科研项目。最直观

的表征是中国的国防支出急剧下降，从1979年的

近222.64亿元，下降到1981年的167.97亿元，此

后一直到1988年，均没有突破1979年的水平，
[15]

这在和平年代极为罕见。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

点，转移到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

投资少、见效快、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低端制造

业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

世纪初，中国内地基本上借鉴了“四小龙”的发

展经验，也就是以沿海地区的一系列经济特区为

先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

业，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各行

各业加快发展步伐，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及由

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在此过

程中，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收入水

平快速上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商品出口

结构，也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

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的

转型。而这一切改变的发生，都是以中国的地缘

格局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为前提的。

提高财政能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初动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根本

转型，即从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型背后的驱动

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自内部，主要体现为政

府与企业间关系的问题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

机制问题，而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又是其中最为

关键的促发因素。在改革开放前30年以及改革开

放初期，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上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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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税款；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新

项目不断上马，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各项工商业税

收也逐年增加。1979年以后，尽管国防开支大幅

下降，但中央的财政支出总额急剧上升，主要是

由于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大幅增

加，其中包括用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城

市职工的工资收入等。1979年以后财政支出的快

速增加改变了原来收支大体平衡、甚至略有盈余

的状态，出现了一定的财政亏空。1979年出现亏

空达135.41亿元（收入为1146.38亿元，开支达

1281.79亿元）。
[1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

业迈开改革的第一步，即扩大企业自主权。具体

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利润留成的政策，即上

缴利润包干、超额分成，改变原来企业净收入全

部上缴的做法。这一改革措施为企业追求更高利

润提供了动力，但每家企业的利润分成比例各不

相同，这不仅易使企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而

且在执行过程中企业“负盈不负亏”，不同利润

率的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因此并不能产生持久增

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效果。中央财政收入在1980年

和1981年短暂好转之后，再度出现了亏空，而且

亏空逐年扩大。因此，从1983年开始，政府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利改税”，将原来的利润

分成改变为征收所得税，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措施同样只带来短

暂的收效，不久就凸显出“鞭打快牛”的弊端，

即企业的利润率越高，税收负担也越重，导致企

业失去盈利的积极性，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

连续22个月的利润下降趋势。
[17]
国家财政亏空也

因此加大，从1985年的略有盈余，到1986年亏空

82.9亿元，1988年亏空133.97亿元，1989年亏空

158.88亿元。
[18]
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中央于1987

年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推广经营承包责任制，以

财政大包干的形式，激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的经营活力，但依然无法解决“负盈不负亏”

的问题。中央财政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

水涨船高，在全国各级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

重逐步下降，到1992年只占28.1%。
[19]

正是在既有改革思路难以取得显著成效的

状态下，中国的财政和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最为

关键的几步，从而形塑了随后几十年中国的财政

能力、经济增长路径乃至每个国民的命运。其一

是在1993年推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税制，

终结了过去中央与各地为了地方财政大包干而一

对一谈判的做法。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消费

税等归中央，增值税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

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

地有偿出让收入归地方。中央财政自此有了制度

保障，收入水平直线上升，从1992年仅仅相当于

地方财政收入的39%上升至1994年达到地方财政

收入的126%，此后基本保持超过地方财政的水

平。其二是与分税制相配套的、触及国有企业根

本问题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了彻底改善国有企业

在经营承包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负债占比上升

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中央对所有国有企业实

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重点扶持1000户大型

国有企业，使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绝大多数

中小企业则容许兼并、拍卖、出售或者破产，从

1998年到2001年，整个过程历时三年基本完成。

中国工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的

转变；就企业数量和职工总数而言，民营企业已

经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的主体。其三

是在1994年推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以取

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住房实物分配。一方面，这一

政策与分税制相结合，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迅速发

展，使之成为继乡镇企业及外资外贸之后，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一些地方

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越来越依靠土地拍卖和出

让，形成所谓土地财政；但与此同时，强大的

财政能力使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成为可能，进而极大地改变了各地城市

的面貌。

广泛的社会共识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

保障。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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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奇迹：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张，促使中国产

品席卷全球市场；政府财政能力的剧增，推动全

国各地的城市面貌和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住房的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迅

速发展，带来居民个人资产的快速增长。但中国

的奇迹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在经济蓬勃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中国还创造了社会长期

稳定的奇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维

持总体稳定，关键在于改革措施使得社会各阶层

都能从改革中获益，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拥护

改革的广泛共识。最先从中获益的是亿万农民，

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产量迅

速增加，解决了温饱问题，亿万农民继而涌入遍

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或者加入民工大潮、或者自

行创业，拓宽收入渠道，走上了致富道路。改革

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奖金发放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收

入的提高，也给城市职工带来实惠。但改革的最

大受益者，无疑是在下海经商大潮和国有企业自

主经营以及改制过程中涌现出的一大批企业家。

国有企业职工虽然在改制中丢失了“铁饭碗”，

但随后实施的再就业工程以及养老保险和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解决了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生计问

题。而住房制度的改革，则使绝大多数城市居民

成为商品房的拥有者，并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和

个人资产的增长而加入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房

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大量财政

收入的同时，也使大规模城市建设成为可能，极

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总之，城乡居

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很多亟待改善的问题，诸

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

分配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重，贪污腐

败现象频发，等等，均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也

构成了近一二十年来政府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但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无疑是中国自

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最为稳健、国力增长最快、国

民生活质量改善最为显著的时期。而地缘格局的

改变、财政能力的提高和支持改革的广泛社会共

识，则共同构成了中国奇迹的最有力支撑。

历史与启示：大国竞争条件下的现代化道路

大国竞争的战略机遇。从清朝到民国时期，

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

保持疆域完整，并在原有疆域的基础上建立和捍

卫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是中国国家地缘战略的

最高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经济、财

政和军事实力的支撑。但准确判断地缘政治形

势，把握时机、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机遇，对于实

现这一战略目标也至关紧要。在近三百年的国家

转型过程中，中国大致经历了五次这样的机遇

期。抓住这些机遇，对中国建立和维持大国地位

并获取竞争优势，起到关键作用。这五次机遇依

次如下。

（1）1740年代中后期，准噶尔汗国相继发

生瘟疫和争夺汗位的内斗。汗国内部举足轻重的

上层人物阿睦尔撒纳投奔清朝，在阿睦尔撒纳的

建议和引导之下，1755～1757年，乾隆派兵大举

西征，历时三年，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消除

了自康熙以来近70年间清朝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

胁，使清朝的疆域实现了对所有边疆地区的全覆

盖；东北的满洲，北部的内外蒙古，西部的新

疆，西南部的西藏，连成一片、不留缺口，为

京师和内地的安全构建了坚固的屏障，自此形

成了清朝对周边所有邻国的强势地位，边患基本

消除，在随后近一个世纪基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

外来威胁。

（2）19世纪70至80年代，来自英法等欧洲

传统大国的直接威胁逐步消退，而来自日本的严

峻挑战尚未到来。晚清统治精英，以曾国藩、左

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所谓中兴名臣，抓住这

个难得的窗口期，发起“洋务运动”。清朝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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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结构由此发生转型，财政资源快速扩张，

国防实力大幅提升。正是依靠新形成的财政军事

实力，清廷大举西征，成功收复被中亚浩罕汗国

军事势力霸占多年的新疆大部分地区，继而向俄

国提出收回伊犁，构成“同光中兴”的最大亮

点。晚清时期，中国虽然屡遭外患，但大体上能

够维系陆地边疆的基本完整，避免了国土走向四

分五裂的局面。

（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构成最

严重地缘威胁的，始终是日本和俄国。但是在20

世纪20年代，进入“大正民主”时代的日本放

缓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与此同时，成立不久并

处在孤立状态的苏俄政权，急需改善对华关系。

崛起于广州的国民党势力，利用这一难得的机

会，以一个对俄友好的政权取代敌视苏维埃的

军阀政权，借助苏俄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趁

势而起，统一了广东全省，继而挥师北上，仅用

短短两年时间，完成北伐，终结了军阀割据的

局面。

（4）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

红军出兵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

境。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

方针，把解放东北放在最优先位置，及时将革命

势力的重心，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财政匮乏

的西北地区，转移到物力和人力资源充沛的东北

三省，从而为打赢内战、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物质

基础。

（5）20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利用美苏之

间的矛盾，改善中美关系。从1972年尼克松访

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两国联手日本

和西欧等国，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1991

年底，苏联解体。中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加快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还抓

住“四小龙”产业升级、亟需将低端制造业向外

部转移的机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众多、劳动

力供给充足且价格低廉的中国内地，成为其产业

转移的最理想场所。中国产品借助外贸、外资两

大渠道，全面涌入全球市场。中国的制造业和实

体经济加快发展，自2010年起，中国稳居全球制

造业第一大国。

能否抓住机遇、及时调整战略，决策者的

全局思维和决断能力至关重要。在上述五个战略

窗口期，起关键作用的决策人物，分别是以“十

全武功”自居的乾隆帝，“中兴名臣”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

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局

势中，审时度势，及时形成重大战略决策，在奠

定中国疆域格局和大国地位及走向富强的战略转

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缺乏宏观战略眼光，只

着眼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和一时的得失，

则会使决策者在机遇面前犹豫不决，选择退缩或

不作为，甚至逆其道而行之。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利用前

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

和整体国力的大幅提升的话，那么，从21世纪20

至40年代的30年，中国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西方大国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已经发生改变，从过去全面融入由西方所主导的

世界经济体系，并从现存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

序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转变为可能颠覆西方

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秩序中支配地位的挑战者。

阻扰、遏制中国在科技、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崛

起，限制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是今后几十

年大国竞争的主轴。中国要成功地应对这些挑

战，应从过去的被动等待战略机遇期，转变为利

用不断增长的竞争实力，主动创造机遇，从关键

环节着手，实现地缘战略格局的突破，从而牢固

建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性竞争优势。而这一地缘

战略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则亟待进一步提高经

济、财政和军事实力的整体水平，以及在后工

业化和后城市化阶段形成的全新的社会构成和

利益格局基础上，打造范围更广和水平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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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

大国转型的财政支撑。大国竞争，拼的是各

自的财政军事实力。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之

所以能够在若干历史节点上抓住机遇，实现特定

时期的战略目标，在国与国之间或国内竞争对手

之间，建立战略优势，关键在于他们形成了超过

对手或者足以遏制竞争对手的财政军事能力。清

朝的实力首先体现在其超大规模的经济和人口。

虽然清朝的税率并不高，其田赋占土地产出的比

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但其纳

税田亩较为庞大，足以产生能够满足朝廷各项常

规国用的财源，并且由于财政收入长期大于财

政支出，经过数年积累形成数额庞大的财政盈

余，足以支付非常规开销，这是清朝财政能力

较强的关键原因。但清朝的财政构造有其弱点，

即大而不强。虽然18世纪清朝的财政规模庞大，

但这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税源，并且税率固定不

变的财政构造，缺少可扩张性。从嘉庆开始，清

朝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断，先后有白莲教起义和太

平天国运动，中间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常年用

兵，开销剧增。原先静态的、固定的财政军事

构造，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只有从根本

上改造其财政构造，才能避免清朝走向衰亡的

命运。

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晚清中国呈现

历时约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内忧外患一时

得以解除，成功维持清朝疆域的基本格局。“同

光中兴”的关键，在于晚清政权的财政构造在这

几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通过起征厘金、

增加关税等措施，中央财政收入在19世纪60至

80年代增加了一倍左右，从原来的以田赋为主、

缺乏弹性的财政构造，转型为以商业税为主、充

满扩张潜能的全新构造，并辅之以新的近代财政

杠杆。军队建制也打破了原有的绿营、八旗的兵

种限制，走向多样化；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开始

模仿西方，逐渐与世界同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清朝才有能力收复新疆，并在中越边境与法

国打成平手甚至占据上风。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

期，中国又呈现出了一个东方大国蒸蒸日上的气

象，并且在引进西方科技、推进国防和教育现代

化道路上，走在东亚各国的前列。
[20]
1894年中日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颠覆了几十年的“同

光中兴”局面。而战败的根本原因，除了军事体

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晚清政权在

“中兴”的表象中，失去了对潜在外来威胁应有

的警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清朝的国

防建设趋于停滞，武器装备水平日益落后。总结

来看，晚清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略误判

导致国防建设领域财政投入力度的严重不足。

相较之下，孙中山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

势力，之所以能够在广东省异军突起，一路斩关

夺隘，不仅因为其获得苏俄的大力援助；关键在

于国民党政权在广东打造了一个高度集中化、制

度化的财政体系，使其拥有了远远超出其他竞争

对手的庞大财力，为其军事建制的扩大和扫除军

阀的北伐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国民革命

军在占领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上海之后，又通过联

手江浙财阀发行公债等措施，使其财力更上一个

台阶。

但是，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治后，

虽然挺过了抗战，却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走向全

面溃败。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南京政权

的军事战略失误、指挥失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其财力严重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和非

军事开销。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财政上不仅

要支撑一个庞大的全国范围的行政体系和文职人

员队伍，而且要负担所有嫡系和非嫡系军队的一

切开销。作为中央主要财源的关税、盐税、统

税，已经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的开销。国民党的财

政政策最终只剩下一个选项，即无限制地印制、

发行货币，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军饷

不足和物质匮乏，反过来导致军纪涣散、士气低

落，战场上连连失利，最终走向失败。

与此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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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力量。党的七大，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

东北”的战略方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

量的重心从华北、西北战场转移到东北战场，在

最终解放整个东北后，控制了当时全国工农业资

源最为丰富、军事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三省，不

仅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还依托东北三省，在

全国各根据地之间逐步形成高度集中、彼此有效

协调的财政体系。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

命性政党已经深深扎根于全国广大乡村，对农村

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丰富的制度探索，通过土地

改革所形成的强大动员力和凝聚力，为战场上的

后勤支援提供了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头30年的经济建

设，中国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具有自我持

续能力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

济腾飞打下牢固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经济结构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改革开

放40多年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投入使得全国各

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国防建设和军事

能力也随着预算的逐年增加而迈上新台阶。但

是到21世纪一二十年代，传统的经济增长思路也

将逐渐走到尽头；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优势

已经逐渐成为过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

载能力面临巨大压力。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

缓，政府的财政增收也面临瓶颈。财政增收速

度的放缓甚至停滞、下降，必然影响国家能力

的继续提升。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为提高中国包括国防

实力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竞争能力，首先需要突破

财政瓶颈。而突破财政瓶颈的主要途径，不应该

是像改革开放早期那样通过提高税率或开征新税

来增强对现有经济资源的汲取力度，更不应该如

同改革开放之前那样通过压缩民众的消费水平将

更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增加政府财力的根本

途径，应是把经济做大、做强。应该利用国内市

场规模庞大和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针对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立覆盖从下游到中、上游

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一个在研发、生产、流

通、消费等领域高度整合的国内大市场；虽然其

从整体而言是一个国内市场，但因其内部产业链

完备、市场规模庞大、生产总值较高，将构成与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三足鼎立的世

界级市场体系。在这个庞大的、自成体系的市场

内部，发展重点应该是技术最复杂、利润率最

高、税收贡献最大的上游产品。各部门、各产业

的完整产业链以及上游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

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大而不强

的局面，降低国内高端产品的制造业对外国技术

的结构性依赖，减少跨国公司对国内各行业上游

产品的设计制造乃至全产业链的控制，避免产

业链的大部分利润流向境外。只有通过健全自主

的产业链，完善税收和再分配机制，将流向境外

的利润最大程度地转变为政府财源和劳动者收入

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才能真正造福全国人

民。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避免陷入困扰绝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打造高度自主可控的国内产业体系和形成完

整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海

外市场断链、甚至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只

有在具备高端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并牢固

占据各产业链上游环节之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力、市场份额和利润份额才会有实质

性的进步；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才会从低利润产品的生产国，变成高利润产品的

研发制造中心，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

订过程中拥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且在国际金融

和资本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国崛起的政治基础。政治认同，也就是人

心向背，涉及行动主体对国家战略目标和大政方

针的认可，攸关各方利益的满足和协调程度，对

形成一个政权的对内治理能力和对外竞争能力，

也至关重要。如果说，清朝前期地缘战略的根本

调整和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使“康乾盛世”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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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为可能的话，那么，清朝在处理认同问题上

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半期的命运。清

代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以满汉关系为主轴的。清

廷对内地的治理，主要依靠儒家的仁政理念和文

化笼络政策，藉此赢得汉人士子的认可和忠诚，

总体上妥善处理了满汉关系。然而，反满的潜流

始终存在于社会底层，一旦经济上出现问题，影

响到民生，官民关系趋于紧张，反满势力就会从

潜流变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太平天国运动从

某种意义上说便是民间反满情绪爆发的结果。而

清朝平息太平天国运动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抓住

太平天国借用洋教起势的弱点，凝聚坚守本土儒

家思想的汉人士绅的向心力，成功依靠汉人士绅

自下而上的动员，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且在

新崛起的汉人精英的主持下，迎来历时三十年的

“同光中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

代表的一批“中兴名臣”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地

方资源；他们对朝廷的态度，也由过去在满族统

治者“家天下”理念下的无条件忠诚，变成有条

件忠诚。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行政、财政乃至军

事资源，与中央讨价还价。最终，当满清贵族以

“新政”为借口，试图垄断中央的财权、军权和

政权，而因此侵害了汉人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

时，清朝便也失去了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不

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处理政治认同问题的失败，

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反观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有多方面的原

因。首先，日本投降后的战略格局和各方军事部

署，从一开始便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发展。从日

本投降到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过渡期仅有10个

月左右，这使得国民党政权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

集中化和制度化的财政体系建设并整合与部署整

个军事体系。因此，在匆忙接受日本投降、接管

全国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无法支撑全国范

围内庞大的军公教体系。而薄弱的财政能力，必

将导致军官拖欠军饷、贪腐成风，进而影响到官

兵的士气和战斗力。此外，伴随财政破产出现的

通货膨胀也使得依靠工薪维持生计的城市平民和

精英阶层对国民党政权普遍失去信心。

强大的财政军事能力与政治认同，是维持国

家能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两大支柱，二者密

不可分。在财政军事能力吃紧时，如果能够妥善

处理认同问题，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则可以弥

补财政军事能力的不足。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

精英阶层只忙于分肥，无视民生问题，忽视加强

财政军事能力的制度化建设。随之而来的财政破

产，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能力，也

使得普通士兵和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任和认

同，财政军事与政治认同的双重失败最终导致了

国民党政权的溃亡。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之所

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争取东北”战略

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使其在地缘战略上先胜一筹，

从而具备了与国民党政权展开全面对抗的物质基

础和财政军事能力，还因为其有效增强了中国人

民的政治认同。高度的政治认同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力量提升财政军事能力，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和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认同

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重要优势。

在财政军事能力有待建设和提高的背景下，这种

认同优势，对于新中国的财政军事能力建设起到

了有效的补充、保障作用。为了增强国家的资源

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政府首先在农村实现

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进而组织千百万户农户加

入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国农民在高度认

同新政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统购统销和农业合

作化运动。此外，由于中国人民对国家发展目标

的高度认可，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

得以顺利开展。总之，20世纪50年代，依托于

全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具有

高度渗透和汲取能力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其集中

化、制度化程度，不仅超过了清朝和民国的任何

时期，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国家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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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也表现出较大优势。高度的政治认同和强大

的财政汲取能力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这一发

展局面。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较高的财政集中度和

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在保障国家能力提升的同

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生计所需的获得

感。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和城市居民在20世纪80年

代支持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而20世纪50年代开

始的各种运动，在致力于打造政治认同的同时，

也使得现实同民众的期盼之间产生了一定差距。

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中国走向改革

开放的重要背景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

以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试错摸索规

律、寻找路径的改革，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

的巨大转型。除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之外，主要原

因还在于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获得了全社会的

广泛认可，城乡各阶层均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然

而，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深入，各项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

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改革共识的凝聚。不过，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不同的是，在中国推动所有制结构走向多元化的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兴利益集团，并未强大到足

以支配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形

成过程，各项改革措施仍将稳步推进。近一二十

年来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的次第

出台，有助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整体收入水平并

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展望未来，要维持和

增进民众对国家战略目标的信心及方针政策的认

同，关键在于推动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增加就业机会、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努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始终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杜绝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然是保

持经济增长、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家竞争

力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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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甚至支配了这些地方的政

府决策过程。所谓现代化理论，如果用一种高

度概括、简单的方式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认

为，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先

进与落后，都会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前近代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

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化，亦即经济从起飞到成

熟的整个阶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农村人口向

城市的迁移，也就是城市化过程；在政治领域

表现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中产阶级

的壮大、公民意识的形成、个人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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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Power Rivalry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ajor Power Rivalry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Li Huaiyin

Abstract: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human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though each country's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mong which three key variables of geostrategy, 
financial capac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play a decisive role.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major powers depends firstly on their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whi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 powers is dominated by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cooperation or "free-
riding". To improve a major power's competitiveness means to develop a geostrategic goal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o maintain a self-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state fiscal extractive 
capacity, and to lay a widely accepted socio-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it strategic goals and supporting its resource regulation 
capacity. China's geostrategy, financial capac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three decade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four decades after it, thus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has been formed. Redefining China's geostrategy 
as a rising international major country and developing the state fiscal extractiv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mechanism will shape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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